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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乐”文化与儒家政治哲学

范依畴  郝辛汇

摘  要｜“礼乐文明”是儒家文化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更是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在古代政治思想与实

践中，礼乐因素有着崇高的地位与影响力，“礼”与“乐”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礼乐政治”的政治模

式。其中，在多数情况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乐”与“礼”相融，作为儒家社会制度与教化体系的组

成部分的同时，也展示了其在政治哲学上的独特作用与影响。先秦时期是“乐”文化的初发时期，这一

阶段“乐”文化的演变与政治实践深刻影响了新生时期的儒家思想，以孔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对

“乐”文化进行继承、诠释与改造，这些活动奠定了日后儒家思想的根本精神与发展基调，塑造了儒家

的独特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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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

刑以防其奸”（《礼记·乐记》）。儒家思想指

导下的礼治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范式，政治上

则为“礼乐型”的政治模式［1］。古人将“礼”与“乐”

并称，两者都是政治教化的具体内容，共同构成

了儒家的基本政治品格。“乐之道通于天人之际，

与礼平行以治世”［2］，它们一同作为儒家治平的

工具对古代中国社会的运行赋予深刻的影响。徐

复观先生将“礼乐之治”定义为“儒家在政治上

永恒的乡愁”［3］，是历代儒家追求的理想之境； 

“礼”与“乐”之间的差异也显示出两种不同的价

值取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记·乐

记》），与彰显社会差异的“礼”相比，“乐”更

具哲学思辨性，是儒家学者追求和谐大同的体现。

即使在“礼崩乐坏”后，“乐”也能内化于儒家思想，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周—春秋

时代的礼乐文明中，“乐”是包含了诗、乐、舞三

［1］参见范忠信：《礼乐政治与中国传统行政的“程

序”特征》，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2］胡兰成：《中国的礼乐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3年版，第116页。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辽宁出版社2019年

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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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体的艺术形态，而不仅仅局限于后世“音乐”

这一语词的意涵［1］。在艺术视域之外，音乐与政

治相互融合且彼此影响，“乐”对政治制度、哲学

思想乃至社会理想的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

文以“乐”这一视角分析其对儒家的政治思想与治

国模式的独特影响，展现出“乐”在儒家政治哲学

生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乐”文化的演变与内涵

（一）“乐”文化的地位与历史发展

作为单纯艺术形式存在的“乐”在上古时期已

经具有一定规模。在国家成立之前，人以部落或者

聚落为组织单位生存时，“乐”是某单位进行农事、

宗教、战争的辅助工具［2］。夏商时期，统治者对

音乐加以利用，除自我享乐之外，更多的是利用音

乐加强自己的神权统治，取悦神灵、歌颂先王，进

而达到威慑人民的目的［3］。这一时期音乐通常使

用于大型的祭祀活动中，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

宗教政治意识有关［4］。原始社会时期，“乐”带

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与巫术、礼仪活动相关，这一

特点一直延续到后世，“礼”与“乐”始终作为紧

密联系的两个概念共同发展。

西周时期，“乐”在先周乐舞的基础上发展成型，

融入了更多的政治元素，“礼”与“乐”的功能从

朝拜神鬼走向服务人伦，礼乐制度成为国家制度组

成部分之一。《礼记·乐记》中记载：“王者功成

作乐，治定制礼。”周公制礼作乐，建立起官方的

礼乐仪式；“礼乐制度”与“宗法制”和“分封制”

相配合，成为维系周王朝政治社会秩序的三大支柱，

实现了礼乐社会的建立。但此时的“乐”处于一种

侧重实用性价值的工具定位，尚无后世儒家学说所

阐述的丰富内涵。周公在对“礼”加以制度化的过

程中，“乐”实际上与车服、鼎、爵、尊等一样，

只是“礼器”其中一种，用来维护等级秩序与宗法

伦理［5］。

西周的礼乐制度从时间上来看仅仅持续三百余

年，在王朝晚期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无法避免地

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礼乐制度随着王权的衰

落而失效。但衰落之后，“礼”与“乐”于春秋战国

时期获得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各家学派展开了对礼乐

制度的观点讨论，“乐”呈现出制度化、理论化的发

展趋势。儒家学派致力于恢复周礼，重建礼乐制度。

“礼”与“乐”经过儒家学者的阐释，形成了系统化

的思想理论。汉武帝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显学，“礼”

与“乐”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广泛、持久、

且深刻地影响着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二）“乐”文化的功能定位

先秦时期，音乐最重要的功能是强化统治阶级

的统治。周是礼乐制度的成型时期，“乐”文化中

蕴含着周统治的基本精神，即“礼治”，这一时期

的音乐已经具有了鲜明的阶级化与等级化的特点。

音乐被广泛应用在婚娶、丧葬、祭祀等场合，根据

所用场景的不同，统治者对乐曲与乐舞的要求也不

同。如《周礼》中有关于乐队排列与所用乐器数量

的记载，王、诸侯、卿大夫各有规定。对于民间音

乐，统治阶级在使用时同样经过了筛选与分类。《仪

礼》中描述燕礼的音乐节目有由专业乐工演奏的，

这些歌曲的内容为描绘赞美贵族生活；也有由群众

合唱的，内容是现实的爱情、劳动生活等［6］。统

治者以不同仪式使用音乐的差别来表征等级制度的

合法性，他们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的内容，并通过

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这

些措施亲和并控制宗周与诸侯之间以及宗法等级社

会中的政治关系［7］，加强了礼乐制度与社会各阶

层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了周王朝的宗法等级秩序。

“礼乐崩坏”之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

［1］王楷：《荀子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2］董郑峰：《对中国礼乐文化的一点思考——兼论音乐的功能与属性问题》，载《艺术评鉴》2021年第17期。

［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4］参见林劲博：《由礼乐以至政治—对中国早期政治礼乐美学的分析》，载《美与时代》（下）2019年第5期。

［5］殷志：《“礼乐制度”：华夏文化核心元素的生成及建构》，载《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8期。

［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7］薛艺兵：《论礼乐文化》，载《文艺研究》，第2期，199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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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先秦儒家基本继承并发展了周代的礼乐制度。

“乐”文化的政治属性得到增强，音乐与政治的关

系尤其被关注。孔子坚持礼乐的等级划分，十分重

视礼乐制度以及制度背后所维护的社会秩序，当看

到鲁国大夫季氏僭越采用天子所用的乐舞时，认为

“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侑》）。“礼”

与“乐”作为道德伦理的作用也被孔子推崇，礼乐

制度不再只是增强统治的工具，还具有更内化的价

值。儒家对礼乐本质进行理性思考，从伦理学和哲

学的角度对礼乐作出了思辨性解释［1］，“礼”与“乐”

从制度升华为系统性的伦理思想。在“礼”与“乐”

之上，孔子探讨了“仁”的精神，“人而不仁如礼

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侑》）。以“仁”

为核心的礼乐精神能够引向人的内心世界，用它来

实现“内以建立个人的崇高的人格，外以图谋社会

的普及的幸福”的目标［2］。

（三）“礼”与“乐”的相通与分异

礼乐制度包括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的等级

秩序，以及以“乐”来和同共融“礼”带来的社会

差异，是“乐”从属“礼”的制度。“礼”与“乐”

一般同时出现，两者作为儒家的伦理符号相辅相成。

但与此同时，礼乐之间存在价值取向上的显著差异，

正是这些不同能够让两者功能上互补，精神上相通。

“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3］“礼”与“乐”

虽然隶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但作为儒家社会制度

和教化体系的两端，它们之间存在难以分离的关系。

在实际应用上，“礼”与“乐”相伴而生。周时期

的礼仪活动需要音乐配合进行，礼乐相合，“乐”

遵从于“礼”，并为其服务。春秋以降，礼崩乐坏，

“乐”在实践上社会政治性功能衰弱，孔子对“乐”

的重新构建让“礼”与“乐”有了共同的精神追求——

“仁”；“仁”指的是由个人培育起来的道德意识

和情感，被视作“礼”的精神基础［4］。经过孔子

阐释后的“乐”从仪式价值转向内向的伦理价值，

“乐”与“礼”不仅作为政治工具而存在，成为人

格教化的主要内容，能够落实于个人的修养、品质

的培养中。

“礼”与“乐”的分异在于其价值取向上。《礼

记》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 

（《礼记·乐记》），“礼”分别贵贱、长幼、亲

疏以维持社会分化，强调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异性；

“乐”则通过声音与旋律让人们触发情绪上的波动，

萌发出相似的情感，最终追求的是万物和谐的状

态。音乐作为艺术形式能够广泛地引起人们的内心

共鸣，“礼”与“乐”的对人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

“礼”从外部规范人的行为，以典章制度的形式来

使社会按照秩序运行，并且“礼”与刑罚同样有着

密切的关系，“礼”带有一定的社会强制力。但“乐”

的作用与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内心产生的情感不

会受到外界的逼迫，是一种自为的力量。这就是所

谓的“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记·乐记》）。

二、先秦时期“乐”文化的政治
实践

“乐”的影响力能够折射到不同领域，对人的

道德修养、文化教育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培养等都

产生显著的影响。先秦时期音乐已经在政治活动中

被广泛应用，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在辅助礼仪作为仪式用乐之外，国家行政系统内设

置了正式的音乐机构，乐官承担着管理、授学、表

演等多项职能，这是音乐与政治教化相结合的结果。

（一）仪式中对音乐的使用

把音乐作为政治统治的必要手段加以使用的行

为，在西周已经具备雏形。西周的祭祀活动属于五

礼中的“吉礼”，宗法制、等级制的日益发展使得

祭祀与君臣父子的伦理结合更加紧密。相较于前代，

祭祀活动的宗教意义减少而现实意义增加。在表达

图腾祟拜之外，更多地用于赞美生产劳动。西周统

治者的政治目的也蕴含在祭祀之中，是其政治纲领

的反映。雅乐的使用在周代政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祭祀仪式音乐得到发展，礼乐政治逐渐成型。

西周祭祀的对象种类繁多，范围涵盖了天地鬼

神到先王旧臣，这些不同种类的祭祀时间、地点以

［1］薛艺兵：《论礼乐文化》，载《文艺研究》，第2

期，1997年3月21日。

［2］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载《郭

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

487页。

［3］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5页。

［4］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02-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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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程序不尽相同，音乐都需要参与其中。周代礼制

涵盖政治、生活的各方面，“乐”除了在政治礼仪

场所使用，亦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场所。不同的乐种，

所奏之场所亦不同，不能混乱［1］。《周礼》中详

细记载了祭祀用乐的具体规范，仪式所用的乐器、

歌曲、乐舞都有标准，乐律也有相应的规定。这就

是所谓的“嘉乐不野合”（《左传·定公十年》）。

如“郊天”祭祀，是仅能由天子举行的最重要的祭

祀，按照《周礼》的规定，“若乐六变，则天神皆

降，可得而礼矣”（《周礼·春官·大宗伯》）所

以祭祀天的仪式需要“乐六遍”才能感召神明，达

到礼神的效果。祭祀地示的“方丘”，则“若乐八

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周礼·春官·大

宗伯》），但在仪式的末尾没有“郊天”中天子亲

自率人舞蹈的步骤。西周时期宗族观念发达，宗庙

祭祀是西周社会影响最大的祭祀活动，需要进行“九

献”，也即九次献酒作乐才能进入到乐舞的程序。

规范化不同类型祭祀程序之间的仪式差异性，能够

区分贵贱、维护礼制，彰显尊卑有别的等级制度的

合理性。

这一时期，音乐主要是在祭祀中发挥作用，负

责请神、降神，安慰取悦鬼神以及烘托心情和气氛，

以达到巩固周王朝统治的目的。周代礼乐制度在实

践中走向规范。“乐”在仪式中发挥着加强伦常与

等级观念的效用，引导人遵守规范秩序，人们的情

感诉求通过仪式中的音乐获得抒发。政治制度、礼

仪、音乐三者形成了全面的体系，互相渗透、互相

补充，增强周统治者的政治力量。

（二）治理学政的乐官

《周礼》中记载了西周的官员设置，在春官宗

伯下设有大司乐、乐师等负责乐歌舞诗的职务，建

立了完整的乐官系统，是西周行政制度的一部分，

归属于王朝官制之中。这些乐官除了参与祭祀典礼，

也进行政教活动，体现了周王朝政治具有政教合一

的特点。“乐”是古代最早的教育内容之一，地位

最为崇高，是教民之本［2］。乐官负责主持乐教，

贵族子弟是主要的教育对象。作为乐官之长的“大

司乐”就是通掌学政的总执事，掌管所有的王宫乐

事与乐教。《周礼》中记载“以乐德教国子，中和

祗庸孝友”（《周礼·春官·大司乐》），乐官承

担培养国子道德品质的职能。国子教育是以培养行

政人才为目的，行政与学政合一，教育为礼仪服务，

对所教对象的品德要求较高，教学内容以礼乐为重。

乐师协助大司乐，“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周礼·春官·乐师》），乐师培养出的学士成

为王朝官员，形成了周时期“贤人政治”的政治传统。

在教育功能之外，乐人也对传承历史作出了贡

献，乐官体系中有“瞽蒙”一职，在音乐演奏职能

之外，还担任着“讽诵诗，奠世系”（《周礼·春官·瞽

矇》）的责任。瞽蒙是盲人乐官，虽然目不能视，

但这种生理上的缺陷让他们能够免受外界干扰，对

声音保持敏感，因此格外擅长音乐和记诵。吕思勉

曾说：“窃疑《大戴记》之《帝系姓》乃古《系》

《世》之遗，《五帝德》则瞥暖所讽诵者也。”［3］

瞽蒙因其身份得以参与大多数重大的历史事件，他

们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承着往古的世系及相应的史

迹［4］，使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保存下来。从范

围上看，瞽蒙赋诵的内容覆盖面极广，但主要是关

乎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5］，在没有文字可

供记录历史的漫长时期，瞽蒙负担着重要的历史

重任。

乐师的另一重要的政治职能是对君主进行劝

谏。古代虽然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但是通过音乐

的讽喻作用，统治者能够进行反省与改进政治实践。

西周时期，乐官用音乐议政对君主箴导规谏、发出

警示。《左传》《国语》之中，记录了多件乐师讨

论政治的事件。前述的“瞽蒙”在传颂历史时会对

史事表达评价与见解，达到规劝君主的目的。采诗

与献诗制度也能达到讽谏王政的目的，行人所采之

诗与公卿大夫所献之诗，最后都汇集到王室乐官之

［1］参见栗建伟：《周代乐仪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2］刘师培：《古政原始论》，载《清儒得失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3］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第234页。

［4］阎 步 克 ： 《 乐 师 与 “ 儒 ” 之 文 化 起 源 》 ， 载

《乐师与史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版，第90页。

［5］参见饶恒：《先秦时期历史档案的口述者——瞽

矇职守与〈国语〉〈左传〉的讲诵增饰》，载《社会科学

战线》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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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由他们来汰选、加工和编辑，然后由瞽史讽诵，

用以讽谏天子［1］。

（三）作为政治的反映与评价标准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礼

记·乐记》）。太平盛世的音乐是安详欢乐的，象

征着政治的和谐；乱世的音乐是带有怨恨和愤怒的，

政治上混乱无常；亡国之时，音乐哀伤，能够感受

到民众的困苦，这就是“音乐通乎政”。

古人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政治状况运行如何

能够映现在音乐中，君主与百姓之间通过音乐获得

联结，因此音乐也成为朝野间评判政治得失的一项

标准。《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守：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

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礼

记·王制》）天子通过音乐判定民生，了解百姓生

活，以民歌为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左传》

中记载了春秋时期有名的贤人季札对各国乐舞的评

价，将各代兴亡治乱与音乐风格进行联系，以本国

音乐预测国运。如“美哉 ! 其细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他认

为郑国的音乐过于细弱，百姓无法忍受，所以郑国

将来亡国，要比别的国家都早。后郑国果真在较早

的时间灭于韩。

三、“乐”文化对于儒家的特殊性

（一）儒家与其他学派对“乐”文化的观点

对比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乐”的作用与影响

加以讨论分析，其中唯有儒家给了“乐”极高的地位

与推崇。其他学派多对礼乐持否定的态度。所持音乐

思想的不同反映出儒家学派具有的独特思想内核。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商君书·勒令》中，把

儒家所提倡的诗书礼乐定义为“六虱”，认为这些

学问都是破坏农战、阻碍国家富强、扰乱上下秩序、

蚀毁社会治安的害虫，反对“以六虱授官予爵”，

否则会导致国家的衰弱［2］。墨家呼吁的“非乐”

思想也异于儒家的“倡乐”。墨家的思想中充满实

用主义的色彩，生活于社会动荡时期的墨子能够切

身感受到民众的贫困潦倒和统治阶层荒淫无度之间

的强烈对比。墨子反对声势浩大、劳民伤财的音乐

艺术活动，认为音乐会让人沉迷而不顾自己的事业，

对天下无益。“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

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

矣”（《墨子·非乐》），最终得出了“乐，非所

以治天下也”（《墨子·三辩》）的结论。墨家所

排斥的是王公贵族的音乐仪式，体现出底层百姓的

立场，这种对于礼乐秩序的批驳也是墨家学派“背

周道而用夏政”［3］的表现。《墨子·非乐》中也

有对音乐作用的记载，并不否认音乐给人带来的美

感与快乐，但墨子并不从此入手而论乐，而是从音

乐在社会中的负面作用入手，这是与儒家的根本不

同之处［4］。

道家对于音乐的态度与法家和墨家偏于负面的

观点不同，道家同儒家一样追求音乐之美，以“和”

为目标。儒道两家的分歧在于道家推崇的是音乐自

身的天然规律，批评儒家的“仁义”和“礼乐”，

认为“五音令人耳聋”，主张“攘弃仁义”，颂扬“天

乐”［5］。“大音希声”，道家中音乐的情感表达

是本真无为的，道家眼中儒家的礼乐学说则是丧失

自然本性的世俗之乐，与“天乐”存在根本的不同。

道家尤为反对儒家的礼乐教化的思想，对于奉行“无

为”之道的道家来说，以外界的教化来学习音乐是

违背自然的行为。儒家看重“乐”的工具性价值，

道家则推崇“乐”的纯粹艺术性。

（二）儒家学派对“乐”重视的原因

从前述可以看出，儒家与其他学派相比格外重

视“乐”的价值，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以从

［1］张克锋：《上古谏诤传统—献诗、采诗制度与诗

歌讽谏论》，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

第6期。

［2］高华平：《商鞅及早期法家的学术批评——以

〈商君书〉与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为中心》，载《暨南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3］刘绪义：《墨子是先秦“新儒家”论——从墨子

“非儒”看儒墨关系》，载《云梦学刊》2010年第31卷第

2期。

［4］参见刘延福：《荀子诗乐理论与实践研究》，山

东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5］陈业秀：《“礼乐”与“天乐”的文化思辨——

我国先秦儒家与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比较》，载《艺术研

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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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1．文化渊源

关于儒家的起源，学界说法各异。阎步克教授

在《乐师与史官》一书中分析了“儒生与文吏之分

立和融合”，指出周代官僚体系中的乐师与儒家之

间的密切关系，得出儒“最初当指受教于乐师、并

参与以舞祈雨等事的青少年舞人”。将“儒”的源

起推于乐师。虽然这种观点存在以偏概全的局限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起源发展中文教系统起到

的重要影响，以六艺教人是儒家的基本社会文化特

征［1］。而“乐”是六艺中关键项目，极大地作用

于儒家的发展过程中。最早的儒者起源可以追溯为

殷商时期具备巫祝能力的王室贵族，他们需要熟知

的典礼仪式，需要使用音乐，祭祀活动的丰富与频

繁促使礼乐文化的发展与成熟。西周时期乐官系统

正式形成，大司乐、乐师等是“以诗书礼乐教”功

能的承担者，而接受、传承这些教育的学士具备了

礼乐修养，被名之为“儒”。对礼乐的尊崇是儒家

与诸子百家的显著区别，带有礼乐色彩的文化传统

是儒家得以成长发展的土壤。“礼崩乐坏”局面的

出现使得孔子拥有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契机，为

儒家学派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

2．实践诉求

“乐”有“合爱”的功能。儒家能够通过具象

的“礼乐”这一载体，把浸淫盈融于其间的“仁爱”

传承下来［2］。在实践效果上，“乐”通过柔和的方

式去影响感染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与道德教

化作用，能够缓和封建社会的等级对立和社会矛盾，

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们接受儒家所提倡的“仁”的精

神。从实践范围来看，通用于各类仪礼中的音乐具

有丰富性与多样性，可以影响到包括王公贵族到平

民百姓在内的全部社会层级。荀子在《乐论》中详

细表述了音乐的教化作用，他认为“修其行，正其乐，

而天下顺焉”“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

齐而不乱”（《荀子·乐论》），仅凭借“礼”的

外部作用难以达到规范人心的教育作用，“乐”的

教化效果是体现于无形之中的，积于中的和顺，发

于外的英华，具有强烈的感染人鼓舞人的作用，“乐”

的移风易俗功能和社会功能是其他教育科目无法比

拟的［3］。

3．价值理念

“和”是古代重要的哲学范畴，早在先秦诸子

之前，就发展出了其哲学与美学内涵。古代美学以

“和”为美，表现出古代思想家对人与自然的朴素

认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致，是整个

中国古代美学的根本出发点［4］。儒家思想体系中

“和”是被追求的崇高价值理想，“礼”调节社会

的目的为最终的“和”，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是

儒家所追求的目标。“乐”的本质也“可以用一个

“和”字作概括。“雅乐”本身代表着理想社会的

规范，从外在表现来看，“乐”的器具、音声、调

位的潜恰能达到平和协调的效果。“金石丝竹，乐

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

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礼记·乐

记》），各类乐器的配合演奏又从内在以义心来纠

正人之过失，以感化教人改过［5］。形式背后是礼

乐所承载的世界观、伦理观；“乐”秉承天道，与

天地自然规律相吻合。“乐”代表着和谐统一的状

态，儒家的和谐思想在“乐”文化中孕育形成，同

“中庸”的思想一脉相承，彰显天地万物之情理。

四、儒家对“乐”文化的发展改造

通过上文的叙述可知，对于周王朝的“乐”文

化各家学派均有自己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

展。春秋战国“礼乐崩坏”之时，也是礼乐文明秩

序的重建之际，儒家作为最重视礼乐秩序的学派，

对“乐”进行了创造性地诠释与升华，使“乐”从

礼乐仪式的规范活动升级为富有哲理性的系统理

论，赋予了其精神意义。其中以孔子与荀子对“乐”

的讨论最为关键。

（一）“美”“善”“仁”——孔子的音乐观

孔子对于音乐的讨论多见于《论语》《礼记》

［1］阎步克：《乐师与史官》，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2］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

［3］邢丽芳：《儒家教化及其有效性研究》，南开大

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4］轩小杨：《论〈乐记〉“和”的思想与表征》，

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于涛：《先秦儒家“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研

究——以〈诗经〉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2020年博士学

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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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内容包括对琴、瑟等

乐器的言论、音乐活动以及对礼乐的认识等，主要

以“礼乐”为基点进行展开，对“礼乐活动”的评

述是体现孔子对“乐”思考的重要维度。于个人而

言，孔子自身即为一名音乐爱好者，通晓各类乐器

的演奏与音乐的研究，具有极高的音乐修养。他生

活于音乐之中，即便于临终之前仍倚门而歌［1］。《史

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并最后

凭借出色的天赋技艺胜过师襄子的经历。“子与人

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

表明了孔子对于歌唱活动同样热衷；对于音乐的热

爱与学习使孔子意识到音乐教化人的内心以及对于

社会治理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乐”能够推行“礼”

的价值。

孔子尊崇周公，是礼乐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认

为“乐”要通过各种礼仪活动实现“合于礼”［2］。

孔子的礼乐观是对周礼基本精神的延续，他对于

“乐”的改造也是在复古周礼的基础上进行的。先

秦时期，诗乐一体，孔子对“乐”文化的继承通过

编订《诗经》来进行。在周游列国仍无法实现其政

治抱负后，孔子将其事业的重心转为教育弟子与整

理文献。孔子不满礼乐的混乱状态，在对《诗经》

梳理时，将不符合礼义的部分删减，即《孔子家语》

中 所 说“ 删《 诗》 述《 书》， 定 礼 理 乐， 制 作 

《春秋》”［3］。《史记》与《汉书》都对孔子删

诗的做法进行了记载。《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古

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

礼义”［4］，《汉书·艺文志》也记载了“孔子纯

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5］。通过删诗，孔子

将非礼之乐除去，对礼乐秩序进行修整，孔子将他

的行为定义为“正乐”，认为“吾自卫反鲁，然后

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在对宗周的礼乐传承与修正时，孔子对“乐”

的价值进行了升华。孔子在欣赏《韶》乐后，作出

了“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

侑》）的感想评价，“美”是艺术层面的追求，“善”

则为道德层面的目标，这是他对音乐的两个评价标

准。与《韶》乐做对比，孔子谓《武》：“尽美矣，

未尽善矣。”（《论语·八侑》）孔子的音乐观强

调音乐的道德价值必不可少，否则就无法达到尽善

尽美的标准。在“美”之上，孔子将“乐”的意义

扩展到崇高品德的表征，音乐不仅为形式上简单的

钟鼓之乐，精神内在上具有“善”的境界。“善”

的价值又直接指向于儒家思想核心——“仁”，孔

子的所谓“尽善”，就是指“仁”的精神而言［6］。

所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最后追求“仁”

与“乐”的统一，艺术与道德的融合。这种对“乐”

文化的重新解读让起源于宗教活动的礼乐弱化神学

元素，梁漱溟先生对周孔之后的礼乐给予极高的评

价，认为“他（孔子）把别的宗教之拜神变成祭祖，

这样郑重的去做，使轻浮虚飘的人生，凭空添了千

钧的重量，意味绵绵，维系得十分牢韧”［7］。孔

子将“乐”的深层价值与“仁”进行融会贯通，使

得“乐”文化更富有人文色彩，呈现出理性化的趋势。

（二）“礼乐政治”——荀子的“乐治”模式

孔子以复兴周礼为目标对“乐”文化进行了重

构，设想出其向往的“礼乐社会”，荀子通常被视

为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他从政治哲学的角

度诠释“乐”文化的内涵，构建出了“礼乐政治”

的理想秩序。

荀子“乐”的理论见《荀子》一书，书中专辟

《乐论》一章，集中阐释了荀子的“乐论”美学思

想，除此之外，三十二篇中其他各篇也不同程度地

涉及，荀子“乐论”的具体实践也体现在其中［8］。

荀子论“乐”以性恶论为基础，他认为“乐”的本

［1］吕锤宽：《孔子礼乐思想的建构与实践对传统音乐传承方式的影响》，载《中国音乐学》2021年第3期。

［2］过常宝：《制礼作乐和西周文献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3］《孔子家语》，《本姓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7页。

［4］《史记》卷六，《孔子世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37页。

［5］《汉书》卷六，《艺文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08页。

［6］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辽宁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7］徐海东：《梁漱溟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礼乐观》，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8年第4期。

［8］参见付晓青：《荀子乐论美学思想》山东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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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在于人内在本性的自然发生，情感是“乐”产生

的根源。音乐影响人的情感，“姚冶之容，郑、卫

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

人之心庄”（《荀子·乐论》），荀子严于“乐”

之雅邪之分，有“贵礼乐而贱邪音”（《荀子·乐论》）

之说［1］，人性本恶，“邪乐”会让人心更加混乱。

因此音乐需要符合礼的要求，乐事皆须合礼，才不

会流于俗欲。礼乐的教化作用能够让人们过一种合

于“道”的生活，这是乐对于人格修养层面的特别

意义。

荀子对于音乐的思考不止在个体道德修养上，

还与政治进行结合。乐教延伸到政治领域，是荀子

“乐论”的一个重要维度［2］。审乐知政，“故乐

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

风易俗，天下皆宁，莫善于乐”（《荀子·乐论》）。

“乐”关乎国家治理，雅乐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

如果出现“礼乐废而邪音起者”的情况，则“危削

侮辱之本也”，“邪乐”的出现直接威胁了国家的

生存。其次，荀子作为先秦各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

创造了“礼法”的概念，这样的“礼”更注重规范

性与强制性，“礼”用来区分贵贱长幼，通过礼的“区

隔”作用，社会成为层次分明、秩序井然的统一体［3］。

但是如果仅依靠“礼”的作用，就会导致社会等级

关系的僵硬，无法达到和谐的政治目标。“恭敬、

礼也；调和、乐也。”（《荀子·臣道》），“乐”

能够把被“礼”所分开的各个阶层能动地调和起来，

礼乐结合方能使社会和谐。荀子对“乐”作用的重

视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其理论的威权色彩。“乐”是

儒家“道德的政治”体系中关键的一环。儒家的价

值观是一种德性本位的整体性价值观，在政治层面

追求“道德的政治”［4］。“雅乐”具有重要的政

治功能，平和有序、端庄肃穆的音乐是道德的升华，

因此荀子提倡人民欣赏“雅乐”，修养高尚的性情。

对于统治者而言，通过“雅乐”才能真正领略先王

的道德政治理想，贵族子弟需要学习礼乐来明白政

治道理，维持政治统治［5］。荀子理论中的“乐”

有雅邪之分，“雅乐”能够提高个人修养，在国家

层面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乐”与“礼”共

同构建了“礼乐政治”的模型。

五、儒家“乐”文化的政治美学

儒家在各个领域都推崇教化的作用，“礼乐”

是教化的具体内容，在政治上儒家以达到政通人和

的理想境界为目标。“乐”文化在儒家的政治哲学

中具有独具一格的贡献，造就了儒家的政治传统，

并以其艺术特性为儒家政治观赋予了美学价值。

（一）影响了儒家“言谏”传统的形成

中国“言谏”思想萌发已久，西周时期的采诗

和献诗制度中所获得的诗，汇集到王室乐官之手，

整理后讽诵用以讽谏天子［6］。儒家思想对规谏的

作用尤为重视，也是儒家政治理论中极具特色的方

面。儒家认为言谏制度是君主专制下王权的内在调

节与制约机制。乐人讽谏是礼乐传统中重要的一环，

《毛诗》中“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

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7］。记录了和乐而

歌进行言谏的形式以及进谏对于王政的重要性。孔

子强调诗歌的规谏作用，后世的儒生更多以规谏为

己任，以迂回温和的方式对君主进行劝谏，承担政

治责任。

（二）塑造了儒家“道德政治”的价值倾向

“乐”文化影响并塑造了儒家独特的政治性格。

礼乐教化的目标就是培育仁德，“乐”与“礼”使

儒家政治呈现出重视伦理道义、主张德治的特点。

儒家的政治哲学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哲学，推崇人

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1］王楷：《荀子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2］李慧子：《乐与道；荀子乐论研究》，山东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

［3］参见李春青：《荀子·乐论》与儒家话语建构的文化逻辑，载《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

［4］荆雨，魏书胜：《先秦儒家“道德的政治”之价值理想及其当代意义》，载《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5期。

［5］付晓青：《荀子乐论美学思想》山东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6］张克锋：《上古谏诤传统献诗、采诗制度与诗歌讽谏论》，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7］《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毛诗注疏校勘记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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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乐”文化与儒家政治哲学

（《论语·为政》）君主的道德水平在政治运行中

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需要进行教化加以培养。

自西周以来形成的乐教传统经儒家继承后获得了长

久的发展，并赋予了更多的美德意义。“乐”文化

又因为其与“礼”不同的价值指向对儒家思想中的

“和谐观”有更明显的作用力，倡导道德自律，维

护社会秩序的统一。梁漱溟先生认为孔子所期许的

道德理想，必须依靠礼乐才能真正启发［1］。

儒家采用宣扬抽象的道德原则这一形式来参与

政治，表达对政治理想的诉求。乐官司礼教但不涉

身兵刑钱谷之政务，对待现实政治也多采取通过知

识分子申说道义的批评立场；但法家的理论则对专

制官僚政治实行具体的规划［2］。可以看出与法家

相比，儒家因其人治思想，而较少关注具体制度的

建立与改革，更多的是注重道德品性等抽象的、主

观的方面。

（三）构建了儒家“美政”的政治理想

儒家对于“美政”的追求也是礼乐价值渗透的

结果，最早将“美政”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的是

荀子。“乐”本身就具有审美属性，是和谐而优美的。

“乐”应用于政治之中，带来了“美”的政治寓意。

儒家的政治哲学富有伦理色彩，呈现出温和的

特点。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国同构思想的政治架构

下，渗入礼乐文化的政治运作，这种伦理建构实际

上体现的是由内而外、由亲而疏、由己及人的情感

表达，最终展现出来的是超伦理而入审美的天地境

界［3］。“乐”以其特性在儒家政治制度与秩序的

构建之中提供了“美”的情感与力量。

六、结语

“乐”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有着悠久

的发展历史。“乐”功能与目的的发展变化能够反

映出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演变；作为一种文化体系，

“乐”参与到社会秩序的塑造中，以潜移默化的方

式发挥“乐”的教化作用。西周时期，“乐”与“礼”

共同组成了礼乐制度，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先河。

“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礼乐制度受到现实冲

击时，儒家在周代礼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继承演化，

形成独具特色的乐论，最终成为传统社会中主流意

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乐”文化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生民之道，乐为大焉”（《礼记·乐记》），儒

家理论中的“乐”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还能够承

担道德教化的作用，更是治国理政的必要手段。“乐”

的政教功能使儒家政治哲学延伸出“美”的向度，

刻画出富有审美价值“美政”。“乐”文化以其内

化的作用形式，和谐大同的价值追求和广泛深入的

影响力在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至善至美的“乐”

所代表的人文关怀和追求的大同理想在今天也具有

现实意义。

［1］易冬冬：《艺术、道德与现代心性：梁漱溟对礼乐的现代重构》，载《哲学家》2021年第2期。

［2］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2页。

［3］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7卷第5期。


